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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驻地迁移的污染伴随效应

徐志伟，刘芷菁，张舒可

( 天津财经大学 商学院，天津 300222)

摘要:通过对 2000—2010 年发生政府驻地迁移的 15 座城市近 4 000 家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数据
进行考察发现，迁移过程具有污染伴随效应，会提升迁入地企业污染物排放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对污染伴随效应贡献最为明显，发生政府驻地迁移的非省会城市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大。经济发展
水平提升在总体上会对污染伴随效应有所抑制，但这种抑制作用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来说不显著。
污染伴随效应在政府驻地新址周边 5 公里范围内表现最为突出，此后随空间距离扩大逐步递减，直
至 20 ～ 25 公里后消失。污染伴随效应产生的原因在于迁入地新企业的进入及其引致的产出规模扩
张，同时监管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未能有效对冲产出扩张给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运用微观
企业数据对政府驻地迁移的环境影响进行考察，有助于从更深层面理解政府资源、经济活动、污染效
应三者间的绑定关系，为政府未来进行类似决策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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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政府驻地迁移是缓解原有城区人口和交通压力、降低政府运营成本、促进新城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手段。由于其过程往往伴随一系列权力和资源在地理空间上的再配置［1］，政府驻地迁移势必
会从多层面对经济空间整体布局产生深远影响［2］。

Jefferson and Trainor［3］较早关注了政府驻地迁移的经济效应，发现将部分公共部门外迁之后，
伦敦地区就业和住宿需求压力均有所减轻，同时还能给迁入地创造更多潜在就业机会。Marshall
et al．［4］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认为伦敦地区公共部门驻地迁移有助于大幅降低政府机
构运行成本，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平衡地区经济发展。Faggio［5］则在一个更小空间尺度上关注了
政府部门驻地迁移的就业效应，发现政府驻地迁移之后，私人企业将高度聚集在公共部门迁入地

周边 1 公里范围内，并且聚集产生的就业效应随着其与政府驻地之间空间距离的延伸而急剧下
降。但也有学者对上述结论持相左观点。如 Jun［6］认为，单纯的政府驻地迁移并不会从根本上扭
转首尔地区人口过度集中的痼疾，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明显，私营企业迁移可能是较政

府机构迁移更好的选择。
国内也有少量文献关注了政府驻地迁移的经济聚集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结构调整效应。如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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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峰等［7］通过分析迁入地周边区域夜间灯光影像数据发现，政府驻地迁移会给迁入地带来明显的经

济收益，且距离新建行政中心越近，经济收益就越明显。王海和尹俊雅［8］重点对政府驻地迁移的资
源配置效应进行了考察，实证结果显示，驻地迁移能够降低城市整体 TFP离散度，缓解资源错配。此
外，王海等［9］还进一步研究了政府驻地迁移的结构调整效应，发现驻地迁移有助于推动地区产业结

构升级，尤其明显促进了第三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作为经济活动的副产品，环境影响无疑是政府驻地迁移决策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有效

厘清政府驻地迁移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不仅有助于在实践层面对迁移政策的实施效果做出全面客

观评价，还有助于从更深层面理解政府资源、经济活动、污染效应三者间的绑定关系，为政府未来进
行类似决策提供科学参考。但遗憾的是，现有文献较少对这一领域予以关注。
现有研究主要用两种方法对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测度: 其一，采用 PM2． 5浓度值

［10-12］或者

AQI［13-14］等大气污染指标进行污染程度刻画;其二，将地区层面多类型的污染物排放水平作为污染程
度代理变量［15-17］。除北京等个别城市外，目前政府驻地迁移的空间距离大多在 20 公里范围以内，有
些甚至不足 5 公里。由于大气扩散条件以及风速、风向等多重因素的干扰，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尺度
上，很难通过对大气污染状况直接进行观测来精准刻画迁移政策的环境影响。与此同时，现有地区
层面的污染物排放数据主要统计至地级市口径，而政府驻地迁移基本都发生在同一城市内部不同行

政区之间，因此也难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需要。
本文以 2000—2010 年发生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的 15 个地级市为样本，通过观察迁入迁出行政区

内近 4 000 家微观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的变化，对迁移过程的环境影响进行估计，并对其内在的经
济机理进行考察。文章力求在三个方面产生边际贡献: ( 1) 将政府驻地迁移的影响研究延伸至环境
规制领域，在空间面积相对有限的行政区层面对驻地迁移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 2) 将企业污染物排
放数据运用于实证估计，从微观视角对政府驻地迁移给不同行政区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精准刻

画; ( 3) 通过对污染伴随效应产生机理的考察，证明政府资源、经济活动、污染效应三者间存在绑定关
系，为政府在相关领域进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二、特征事实与机理假设
( 一) 政府驻地迁移的特征事实

早在 1985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就已明确，省、市、县区三级人民政府驻
地迁移需经国务院审批。其中，省和地级市两级人民政府的驻地迁移由国务院以“国函”形式批复，
县区一级由民政部通过“民函”批复。基于“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本文检索了 2000—2018
年省、地级市( 含省会城市) 、县区三级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的基本信息①。
以 2012 年为界，将政府驻地迁移划分为两个时期。2012 年之前是以县区政府驻地迁移为主的

“涌潮期”。该期间内，民政部共计批复了 40 个县区人民政府的驻地迁移申请，占 2000—2018 年县
区一级批复总量的 90%以上。2012 年之后，随着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管所等一系列措施的出台，
县区一级政府驻地迁移数量大幅减少。2000—2012 年间省和地级市两级人民政府驻地迁移申请年
均批复 1． 46 件，2013—2018 年间年均批复 1． 33 件，阶段性特征并不明显。
本文以 2000—2010 年间发生政府驻地迁移的地级市为研究样本，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其

一，对政府驻地迁移“涌潮期”进行考察，有利于对迁移政策的环境影响做出更客观的评价;同时，考
虑到政策实施及其效果显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期，为配合可得的 1999—2012 年微观企业污染物排放
数据，本文舍弃 2011 年才获得批复的福建省漳州市和云南省昆明市，对 2000—2010 年发生政府驻
地迁移的地级市样本进行观测。其二，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所产生的影响无疑远高于区县一级政
府，因此，将其作为研究样本有助于获得更具说服力和代表性的观测结果;同时，将地级市作为研究

样本也可规避省级人民政府驻地迁移数量较少引致的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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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0—2010 年地级市政府驻地迁移概况

批复时间 城市名称 迁移前地址 迁移后地址

2000年 5月 湖南省永州市 原芝山区徐家井路 冷水滩区逸云路

2000年 6月 四川省自贡市 自流井区解放路 大安区丹桂大街

2001年 10月 湖南省长沙市 芙蓉区潘正街 岳麓区岳麓大道

2001年 12月 河南省鹤壁市 山城区红旗街 淇滨区九州路

2003年 9月 陕西省铜川市 王益区红旗街 耀州区正阳路

2004年 9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道里区石头道街 松北区世纪大道
2005年 8月 湖南省湘潭市 雨湖区雨湖路 岳塘区芙蓉路

2006年 2月 福建省泉州市 鲤城区庄府巷 丰泽区景观东路

2006年 3月 江西省南昌市 东湖区民德路 东湖区新府路

2006年 4月 陕西省西安市 莲湖区西华门大街 未央区凤城八路

2006年 7月 贵州省贵阳市 南明区市府路 乌当区林城东路

2006年 9月 安徽省合肥市 庐阳区淮河路 蜀山区东流路

2007年 1月 陕西省宝鸡市 渭滨区经二路 金台区行政大道

2008年 8月 安徽省马鞍山市 花山区湖北路 雨山区太白大道

2009年 12月 安徽省芜湖市 镜湖区镜湖路 鸠江区新三路

2010年 9月 四川省成都市 青羊区人民西路 武侯区锦悦西路

资料来源: 全国行政区划信息查询平台 ( http: / /xzqh．
mca． gov． cn /map) 。

表 1 显示了样本期间内相关城市政府驻
地迁移获得批复的时间以及迁入迁出行政区

的基本情况。其中，江西省南昌市驻地迁移
在一个行政区内完成，故将其剔除。在剩余
的 15 个观测城市中，包含长沙等 6 个省会城
市，迁移平均空间距离为 10 公里。
(二) 政府驻地迁移环境影响的产生机

理假设

1． 政府驻地迁移的规模效应。各级政
府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由于有更多机会与相关行政机构结成伙伴关

系，企业往往更倾向于在政府驻地所在行政

中心投资设厂［18］。政府驻地迁移实质上是
行政中心的区位变更。这一方面会影响既有
在位企业的经济产出和经济绩效［19］，另一方

面也会使新建企业重新考虑进入区位［20］。
同时，正如前文所述，政府驻地迁移可能还会促进迁入地就业水平提升，创造出更多增量市场需求。
新的市场潜能一旦形成，“后向联系”将驱动更多企业向新的行政中心集聚［21］，并在规模报酬递增作
用下产生进一步的累积效应和区位锁定［22］。单纯的经济规模扩张将引致企业污染物排放水平出现
上升趋势，对政府迁入地环境质量造成负面影响。由此，本文提出机理假设 1:政府驻地迁移的规模
效应将引致污染伴随效应发生。

2． 政府驻地迁移的监管效应。空间距离对经济主体间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空间距离越接
近，经济主体间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监督成本就越低［23］。证券［24］、税收［25］、审计［26］等诸多领域的经
验研究都表明，政府更偏好监管与其空间距离相对较近的经济主体。上述逻辑也适用于环境监管领
域。距离政府驻地越近，越有利于降低政府环境监管成本，消除监管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这些都
可能使迁入地的环境监管效应得到更有效的发挥，抑制迁入地相关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此外，出于
树立良好城市形象等因素考量，相关地方政府也有理由对迁入地企业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这
些都有助于进一步强化政府驻地迁移过程中的环境监管效应。由此，本文提出机理假设 2:政府驻地
迁移的监管效应将抑制污染伴随效应发生。

3． 政府驻地迁移的结构效应。政府驻地迁移势必引致迁入地劳动力和用地需求的增加，进而
刺激工资水平和地租价格上涨。虽然两者会同时对工业产出形成挤出效应，但相比工资成本，地租
上涨带来的挤出效应更为明显［27］。迁入地地租价格上涨具有选择功能，将抑制低附加值产业过度
扩张，促进工业内部结构逐步向高级化发展［28］。工业内部结构调整是推动环境污染治理的主要手
段，也是实现工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29］。因此，政府驻地迁移及其引致的成本因素可能会通
过工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抑制迁入地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改善当地环境质量。由此，本文
提出机理假设 3:政府驻地迁移的结构效应将抑制污染伴随效应发生。

4． 政府驻地迁移的效率效应。由于知识或技术外溢产生的聚集效应［30］、市场竞争产生的选择
效应［31］以及“物以类聚”产生的群分效应［32］，高效率企业选址偏好往往与城市规模具有同向性［33］。
因此，政府驻地迁移引致的城区经济扩张可能会吸引更多高效率企业。同时，迁入地产出扩张引致
的规模经济还将进一步摊薄污染企业安装和运行污水处理或除尘除烟设备时发生的固定成本［34］。
因此，相关企业污染物排放强度可能会因“好产出”的增加和“坏产出”的减少出现下降趋势［35］，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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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利于对政府驻地迁移过程中的污染伴随效应产生抑制作用。由此，本文提出机理假设 4:政府驻
地迁移的效率效应将抑制污染伴随效应发生。
上述可能存在的规模效应等机理路径会从不同角度对相关区域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下文将通

过考察样本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前后微观企业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变化，对污染伴随效应的存在性进行

判断，并对其产生机理进行逐一检验。
三、研究设计与指标选取
( 一) 研究设计

本文将政府驻地迁移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法考察其对微观企业污染物排放水平

的冲击。具体来看，将迁入地样本企业设定为实验组，虚拟变量 resident = 1; 将迁出地样本企业设定
为控制组，虚拟变量 resident = 0②。如表 1 所示，在全部 15 个样本城市中有 2 /3 的城市在下半年获得
国务院行政批复，并且在获得行政批复之后，政府驻地实际搬迁过程可能还存有一定的时滞效应。
综上考虑，本文将样本城市获得批复的下一年度视为政策冲击发生的时间点，令其后的时间虚拟变

量 period = 1，之前的时间虚拟变量 period = 0。由此，初步建立双重差分模型:
pollutionijt = α0 + α1 residentij + α2periodt + α3 residentij × periodt + εijt ( 1)

除已定义的分组和时间虚拟变量外，pollutionijt表示第 j个城市的第 i家企业在第 t年的污染物排
放量，εijt为随机扰动项。交互项 residentij × periodt 为核心解释变量。如果存在 α3 大于 0 且显著，则
可证明政府驻地迁移具有污染伴随效应。
样本城市发生驻地迁移的时点不同，因此回归分析模型属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参考 Moser

and Voena［36］等学者的做法，本文利用个体固定效应 μij和时间固定效应 λ t 替代式( 1) 中的分组虚拟
变量和时间虚拟变量。此外，政府驻地迁移虽非严格的随机过程，但对于绝大多数微观企业而言，政
府选择行为应该具有良好的外生性。为进一步控制样本企业可能存在的选择效应，本文参考 Chen
et al．［37］的研究，在回归过程中进一步控制了相关企业区位选择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
ttrendt = residentij × year。处理后的待估模型变为:

pollutionijt = β0 + β1 residentij × periodt + μij + λ t + ttrendt + εijt ( 2)
( 二) 指标选取

企业层面的污染物排放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根据区位代码筛选获得

15 个样本城市政府驻地迁入迁出行政区的企业样本。在各类型污染物中，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约
90%来源于工业生产活动。这一比例不仅远高于工业废水 30%左右的排放占比，也高于氨氮 65%
和烟粉尘 80%的占比。因此，为了能够更具代表性地反映政府驻地迁移前后微观企业生产活动污染
物排放水平的实际变化，本文将样本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模型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同时将烟尘

和化学需氧量作为异质性讨论对象。经筛选，共获得 3 922 个有效企业样本。样本多为小规模排污
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 20 吨 /年以内的大约占全部观测值的 70%。
然而，直接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存在难点。该数据库仅统计样本企业污染物排放信

息，需要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才能获得完整的企业经营数据。本文按照法人代码、企业名称等
维度进行数据库匹配后发现，有效样本数量下降至 1 433 家。除按照惯例将财务统计指标异常样本剔
除外，排除掉的主要为年主营业务收入不足 500万元( 2011 年开始为 2 000 万元) 的小规模工业企业以
及少量的餐饮酒店、医院、学校、科研院所等机构。上述问题的处理方式如下:第一步，对全样本企业组
展开估计，观察交互项是否显著。如显著，初步判断政府驻地迁移可能对相关区域的整体环境质量造
成明显影响，则进一步对合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之后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进行考察;如不显著，

说明政府驻地迁移可能在整体上对环境质量作用不明显，则停止估计。第二步，在对全样本企业组估
计的基础上，加入反映企业经营特征的控制变量，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样本进行估计，并再次观察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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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是否显著。如显著且与全样本企业组回归结果方向一致，则说明政府驻地迁移的环境影响在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组也稳健存在。上述两类估计结果分别近似反映全部企业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二氧化硫
排放水平的变化，通过比较可近似得出政府驻地迁移对行政区内不同规模企业的异质性影响。

表 2 政府驻地迁移对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影响

变量 ( 1) ( 2) ( 3) ( 4) ( 5)
resident × period 118． 72＊＊＊ 131． 31＊＊＊ 312． 97＊＊＊ 245． 09＊＊＊ 312． 97＊＊＊

( 3． 41) ( 3． 68) ( 5． 81) ( 3． 61) ( 4． 1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趋势 否 是 是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是

地区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是 否

Number of groups 3 922 3 922 1 433 3 922 1 433
Ｒ2-within 0． 005 0． 006 0． 21 0． 02 0． 91
Prob ＞ F 0 0 0 0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是 t统计量。篇幅所限，全文表格中仅汇报交互项结果，控
制变量回归结果可向作者索要。

四、实证结果
( 一) 模型初步回归结果

表 2 显示了围绕式( 2 ) 展开的双重
差分估计结果。不同设定得到的回归结
果均显示，政府驻地迁移具有污染伴随

效应，将引致迁入地企业二氧化硫排放

水平出现显著上升。第( 1 ) 列控制了个
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

与迁出地相比较，政府驻地迁移使得迁

入行政区相关企业的二氧化硫平均排放

水平上升 118． 72 吨。为克服样本企业
可能存在的选择效应，第 ( 2 ) 列进一步
控制了区位选择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结果显示污染伴随效应依然显著。第( 3) 列显示的
是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变化。在估计过程中分别对
企业规模、盈利能力、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类别进行了控制。其中，企业规模用样本企业总资产表示;
盈利能力用样本企业营业利润表示;所有制性质为虚拟变量，国有企业为 1，非国有企业为 0;行业类
别用四位数代码行业表示。结果表明，政府驻地迁移之后，迁入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二氧化硫排放
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312． 97 吨，较全样本企业组高出 138%。由此初步判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污
染伴随效应的形成中贡献更大。
从现有年鉴中难以完整获得地级市所属各行政区的社会经济统计信息，但为了对迁入迁出行政

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控制，本文尝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通过数据汇总对相关变量进

行近似替代。首先，根据区位代码筛选获得 15 个样本城市政府驻地迁入迁出地共计 30 个行政区的
企业样本。在此基础上，基于区位代码进行数据汇总:以工业总产值合计数近似表示工业经济规模;
以劳均工业产出近似表示工业发展水平;以职工工资和福利费合计数近似表示职工收入;以国有实收

资本比重近似表示国有经济权重;以轻工业产值占比近似表示工业内部结构;以全部应缴增值税和所

得税合计数近似表示行政区财政收入水平。表 2 第( 4) 列汇报了相应的回归结果。可见，虽然由于统
计口径等因素限制未能取得预期拟合效果，但结果仍然显示迁入地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显著上升。
进一步地，为消除组间异方差和同期相关性问题，本文采用面板校正标准误模型( PCSE) 对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组样本进行再次估计。如表 2 第( 5) 列所示，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未出现明显下降，说
明政府驻地迁移的污染伴随效应仍稳健存在。
( 二) 非正态分布与异常值的处理

本文多数样本为小规模排污企业，二氧化硫年排放量在 0 ～20吨范围内，难以满足残差近似服从正
态分布的基本假设。样本中存在个别二氧化硫排放水平畸高的企业，也可能对估计结果造成干扰③。
就样本分布非正态性问题，本文首先尝试对被解释变量取自然对数进行数据转换。经计算，转换

后的数据分布峰度值为 3． 39，偏度值为 0． 13，得到了较好的正态修正。本文运用式( 2) 再次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3第( 1) 列和第( 2) 列所示，迁入地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依然显著上升④。但也有学者认为
在数据本身非正态条件下强行进行转换可能会导致结果产生严重偏误。因此，在不改变数据结构的基
础上，本文选用对数据分布特征要求相对较低的 ML估计，利用式( 1) 对模型进行再次回归。交互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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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在表 3第( 3) 列和第( 4) 列进行了汇报，可见污染伴随效应依然存在。本文还尝试采用自助法
( Bootstrap) 解决样本非正态性问题，即采取重复抽样方式从全样本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数据组成
“伪样本”，通过平均“伪样本”估计量方差得到待估参数的 t 统计量。现有研究表明，自助法抽样能够
无偏接近总体分布。本文设定了 100次重复抽样，具体估计结果如表 3 第( 5) 列和第( 6) 列所示，污染
伴随效应依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另外，对于个别二氧化硫排放水平畸高的企业，本文尝试在 2． 5%
水平上进行双侧缩尾处理。如表 3第( 7) 列和第( 8) 列所示，缩尾后的处理效应明显下降，但估计值的
显著性水平未发生明显变化。可见，异常值处理也未改变政府驻地迁移具有污染伴随效应的判断。

表 3 非正态分布与异常值的处理结果

变量
取自然对数 ML估计 自助法再抽样 缩尾处理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resident × period 0． 13＊＊ 0． 24＊＊＊ 102． 59＊＊ 316． 43＊＊＊ 131． 31＊＊＊ 312． 97＊＊＊ 14． 27＊＊＊ 25． 36＊＊＊

( 2． 53) ( 3． 05) ( 2． 09) ( 4． 30) ( 2． 82) ( 3． 32) ( 3． 48) ( 3． 5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Number of groups 3 992 1 433 3 992 1 433 3 992 1 433 3 992 1 433
Ｒ2-within 0． 02 0． 03 — — 0． 01 0． 21 0． 01 0． 02
Prob ＞ F 0 0 0 0 0． 03 0． 44 0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量。

( 三)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考虑到迁入迁出行政区企业原有的系统性差异可能干扰对污染伴随效应的判断，本文按照 Beck
et al．［38］的做法，运用式( 3) 进行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

pollutionijt = γ0 + γk∑
4

k = －2
residentij × periodt × yeark + μij + λ t + ttrendt + εijt ( 3)

其中，k∈［－ 2，4］刻画了样本城市政府驻地迁移前两年至后四年的时间虚拟变量。在观测的第
k年令虚拟变量 yeark = 1，其他年份为 yeark = 0。对于个别 2009 年之后才发生驻地迁移致使部分后
续样本期间超过 2012 年的特殊情形，yeark 设为“空”，超出部分不纳入回归过程⑤。
图 1 显示了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的检验结果。其中，左侧全样本企业组显示，在政府驻地迁移

前两年，分属实验组和控制组的样本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要求。从迁
移当年开始，迁入地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出现加速上升，并在两年后基本达到稳态。图 1 右侧汇
报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组检验结果也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要求，但二氧化硫排放水平动态演进趋势与

全样本企业组存在差异。一方面，该组多数年份二氧化硫排放水平的边际处理效应高于全样本企业
组，动态效应检验结果与表 2 平均处理效应结果互为印证;另一方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组迁入地企
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在迁移初期快速上升，从迁移后第三年开始震荡下行。结果表明，政府驻地迁
移后的前几年是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环境规制的关键“窗口期”。
( 四) 安慰剂检验

根据国家实行的“两控区”政策，2000 年开始实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而发生政府驻地迁移
的自贡等 10 个样本城市被划分在“两控区”范围内。2009 前后中国多个省份开始陆续设立排污权
交易中心，开展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研究表明，无论是“两控区”政策［39］还是排污权交易［40］，
都会对企业排污行为有所抑制。因此，这些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干扰对政府驻地迁移环境影
响的判断。为此，本文分别将 2000 年和 2009 年作为时间点，进行安慰剂检验。如表 4 第( 1) 列和第
( 2) 列所示，全样本企业组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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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污染伴随效应应该仅发生于政府驻地迁移所涉及的行政区，如果样本城市的其他行政区也出现

类似变化，可能意味着存在某种不可观测的因素，引致了包括迁入地在内的多个行政区企业污染物

排放水平出现系统性变化。本文将政府驻地迁入迁出行政区排除在外，从样本城市剩余行政区中随
机抽取两个作为安慰剂检验对象，随机指定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此基础上，运用式( 2) 重复估计过
程。结果表明，无论如何分组，实验组和控制组之间二氧化硫排放水平均未出现显著差异。因此，污
染物排放水平的系统差异在样本城市发生政府驻地迁移以外的行政区并未出现。

表 4 安慰剂检验结果

变量
“两控区”
政策冲击
( 1)

排污权交易
政策冲击
( 2)

全省检验
( 省会出现)
( 3)

全省检验
( 首次出现)
( 4)

全省检验
( 最后出现)
( 5)

resident × period 142． 80 51． 28 9． 43 30． 48 9． 99
( 1． 35) ( 1． 29) ( 0． 52) ( 1． 49) ( 0． 59)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否 否 否 否 否

Number of groups 3 992 3 992 66 262 66 262 66 262
Ｒ2-within 0． 005 0． 004 0． 002 0． 002 0． 002
Prob ＞ F 0 0 0 0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括
号内是 t统计量。

进一步地，考虑到在政府驻地迁移

前后，还可能存在某些不可观测因素引

致了包括迁入地在内的所有人民政府

驻地行政区企业污染物排放水平出现

显著改变，对此本文进行如下检验: 首

先，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

库，筛选获得样本期间内发生政府驻地

迁移省份的全部企业样本; 其次，将发

生政府驻地迁移城市的企业从上述样

本中剔除; 再次，将选址于剩余城市人

民政府驻地行政区的企业设定为实验

组，非驻地行政区企业设定为控制组;

最后，再次运用式( 2 ) 进行双重差分估
计。考虑到湖南等省份在样本期间内曾出现多个城市人民政府在不同年份相继迁移的现象，本文在
时间维度上设定省会城市、首个城市、最后一个城市出现驻地迁移三种情况的时间虚拟变量，分别进
行估计。结果如表 4 的第( 3) 列至第( 5) 列所示，交互项的估计结果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 五) 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利用时间虚拟变量及其平方项替换区位虚拟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对模型进行再次估

计，结果如表 5 第( 1) 列和第( 2) 列所示，时间效应控制方式的改变不会影响估计结果稳健性。在式
( 2) 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控制样本城市各行政区的区域固定效应及其时间趋势项，尽可能排除因遗
漏行政区特征变量对估计结果造成的干扰。结果如表 5 第( 3) 列和第( 4 ) 列所示，政府驻地迁移的
污染伴随效应依然稳健存在。样本城市中，哈尔滨和长沙情况较为特殊。哈尔滨市人民政府的迁入
地松北区在 2004 年才由道外区和呼兰区部分乡镇合并成立。对于 2004 年之前松北区的企业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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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用道外和呼兰两个区县的企业合并进行替代，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干扰。长沙市政府由芙蓉区迁
至岳麓区后，2004 年国务院批复同意湖南省人民政府驻地由长沙市芙蓉区迁移至天心区。样本期间
内省市两级人民政府均出现驻地迁移，也可能干扰估计结果。如表 5 第( 5) 列和第( 6) 列所示，将哈
尔滨和长沙两座城市企业样本删除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的二氧化硫
排放量约占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一半，因此，前文估计结果可能仅反映个别权重较大行业污染

物排放水平的相对变化。本文删除样本内全部火力发电企业后的估计结果在表 5 第( 7) 列和第( 8)
列进行了汇报，结果显示污染伴随效应依然存在。

表 5 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控制时间及其平方项 区域固定效应 删除特殊城市样本 删除发电企业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treat × period 137． 50＊＊＊ 254． 50＊＊＊ 141． 58＊＊＊ 280． 91＊＊＊ 152． 06＊＊＊ 359． 89＊＊＊ 131． 09＊＊＊ 319． 74＊＊＊

( 3． 81) ( 4． 65) ( 3． 93) ( 5． 30) ( 3． 73) ( 5． 88) ( 4． 56) ( 6． 09)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Number of groups 3 992 1 433 3 992 1 433 3 311 1 207 3 879 1 416
Ｒ2-within 0． 003 0． 22 0． 008 0． 25 0． 007 0． 22 0． 007 0． 22
Prob ＞ F 0 0 0 0 0 0 0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量。

本文通过倾向得分匹配( PSM) 进一步克服样本企业选择效应及其引致的内生性，将企业规模、
盈利能力、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类别作为协变量进行一对一匹配。结果显示，除盈利能力之外其他协
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出现显著下降。经估算，迁入地企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110． 55
吨，并在 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虽然处理效应有所下降，但污染伴随效应仍稳健存在。
( 六) 异质性比较

首先，比较不同类型污染物是否均会在政府驻地迁移过程中表现出相似的污染伴随效应。将化
学需氧量和烟尘排放量作为污染物排放水平的代理变量，再次运用式( 2) 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如表
6 第( 1) 列至第( 4) 列所示，随着政府驻地迁移，全样本企业组的化学需氧量和烟尘排放量依然出现
了显著上升的趋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组回归结果虽依然为正，但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得
到两点结论:其一，政府驻地迁移的污染伴随效应在多种不同类型污染物中均会出现;其二，不同类

型污染物治理的侧重点应当有所不同。应将迁入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作为二氧化硫污染治理的重
点，化学需氧量和烟尘污染伴随效应的治理应更侧重小规模工业企业和服务业。

表 6 异质性讨论结果

变量
化学需氧量 烟尘排放 非省会城市 省会城市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treat × period 17． 70＊＊ 15． 48 32． 11* 46． 71 162． 14＊＊＊ 363． 12＊＊＊ 77． 70 161． 76＊＊＊

( 2． 11) ( 1． 08) ( 1． 87) ( 1． 59) ( 3． 67) ( 4． 78) ( 1． 22) ( 3． 27)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Number of groups 5 504 1 997 5 777 2 077 2 574 897 1 348 536
Ｒ2-within 0． 004 0． 006 0． 002 0． 006 0． 01 0． 24 0． 006 0． 021
Prob ＞ F 0 0 0 0 0 0 0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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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对城市属性与污染伴随效应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样本期间内，共有 6 座省会城市和 9
座非省会城市发生了政府驻地迁移。本文将全部样本按照城市属性划分为省会城市组和非省会城
市组，重新考察政府驻地迁移的污染伴随效应，结果如表 6 第( 5) 列至第( 8) 列所示。可能由于省会
城市对人民政府迁入地的环境规制更为严格，环境治理投入也更高，污染伴随效应在非省会城市中

表现相对明显。
( 七)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关系密切。本文将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纳入模型，利用三重差分
估计进一步考察污染伴随效应是否能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得到有效控制。具体模型如式 ( 4 )
所示:

pollutionijt = 0 + 1developjt + 2 residentij × periodt + 3 residentij × developjt
+ 4periodt × developjt + 5 residentij × periodt × developjt + μij + λ t + ttrendt + εijt

( 4)
表 7 三重差分估计结果

变量
全部城市的企业样本 删除省会城市的企业样本

( 1) ( 2) ( 3) ( 4)
develop － 0． 005 9 － 0． 014 5＊＊ － 0． 005 1 － 0． 026 1＊＊

( － 1． 34) ( － 2． 07) ( － 0． 79) ( － 2． 14)
treat × period 248． 62＊＊＊ 313． 41＊＊＊ 303． 51＊＊＊ 404． 89＊＊＊

( 3． 60) ( 2． 97) ( 3． 73) ( 2． 84)
treat × develop 0． 010 2＊＊ － 0． 005 8 0． 012 0＊＊ － 0． 005 8

( 2． 21) ( － 0． 80) ( 2． 00) ( － 0． 52)
period × develop 0． 000 9 － 0． 004 5 0． 001 5 － 0． 002 5

( 0． 37) ( － 1． 11) ( 0． 41) ( － 0． 37)
treat × period × develop － 0． 084 0＊＊ 0． 005 4 － 0． 010 0＊＊ 0． 004 9

( － 2． 13) ( 0． 89) ( － 2． 01) ( 0． 50)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Number of groups 3 992 1 433 2 574 897
Ｒ2-within 0． 01 0． 21 0． 01 0． 24
Prob ＞ F 0 0 0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是 t统计量。

其中，developjt刻画了样本城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具体用城市 j 在第 t 年的人均
GDP表示。表 7 第( 1) 列和第( 2 ) 列汇报
了全部样本城市的回归结果。观察交互
项 treat × period × develop 的估计系数发
现，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全样本企

业组的污染伴随效应出现下降趋势。这
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在总体上可以缓解

政府驻地迁移对迁入地环境质量造成的

负面影响。与此同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组三重差分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未能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经济发展对污染伴随效

应的抑制作用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组中

没有得到发挥。
进一步地，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属性

之间关系密切。一般情况下，省会城市的
经济发达程度相对较高，因此，样本城市

自身属性可能会干扰对污染伴随效应与

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关系的判断。本文将省会城市样本删除，运用式( 4) 进行再次回归。结果如表 7
第( 3) 列和第( 4) 列所示，相关结论依然稳健。
( 八) 基于空间距离的考察

本文进一步突破行政区划边界限制，从空间距离视角对污染伴随效应进行再次考察。具体来
看，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提供的企业名称，通过人工检索获得 15 个城市全部样本企业
具体的选址经纬度信息，并计算其至迁移前人民政府旧址的空间距离 d1 和迁移后新址的空间距离

d2。以 5 公里为半径，如果企业选址位置在迁移后政府新址周边 5 公里范围内( d2 ＜ 5) ，则设定为实
验组( resident = 1) ;如在迁移前政府旧址周边 5 公里范围内( d1 ＜ 5) ，则设定为控制组( resident = 0) 。
对于同时属于驻地迁移前后 5 公里范围内的企业，则对 d1 和 d2 进行比较。如果 d1 ＞ d2，设定为实验

组，反之设定为控制组。在此基础上，本文以 5 公里为半径单位逐步外推，考察政府驻地迁移究竟会
在多大空间距离上引致迁入地周边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出现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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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汇报了估计结果。在迁入地新址周边 5 公里半径范围内，二氧化硫排放水平的平均上升幅
度最高，是污染高聚集区。外推至 10 公里，污染伴随效应虽依然显著，但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继续
扩大考察半径，全样本企业组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组的污染伴随效应分别在外推超过 20 公里和 25
公里之后消失。经计算，样本城市政府驻地迁入行政区的平均面积在 500 平方公里左右，这也就意
味着污染伴随效应实际作用空间超过大部分行政区划范围。

表 8 基于空间距离的污染伴随效应考察

变量
5公里范围 10公里范围 20公里范围 25公里范围 30公里范围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treat × period 275． 91＊＊＊ 543． 64＊＊＊ 126． 08＊＊＊ 323． 51＊＊＊ 59． 76＊＊＊ 165． 94＊＊＊ 23． 29 97． 05＊＊＊ － 8． 12 43． 51
( 3． 80) ( 5． 12) ( 3． 25) ( 5． 86) ( 2． 87) ( 5． 57) ( 1． 21) ( 2． 97) ( － 0． 38) ( 1． 24)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Number of groups 3 162 1 005 5 468 1 864 8 927 3 008 10 387 3 529 11 498 3 961
Ｒ2-within 0． 01 0． 21 0． 004 0． 11 0． 002 0． 09 0． 001 0． 05 0． 000 5 0． 03
Prob ＞ F 0 0 0 0 0 0 0 0 0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量。

五、产生机理考察
本文进一步逐一检验政府驻地迁移规模效应、监管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的存在性，梳理污

染伴随效应的产生机理。受样本企业生产经营信息限制，本文仅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组进行考察，
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通过式( 5) 估计政府驻地迁移是否会引致待检变量在迁入迁出行政区产生显著差异。
其中，yijt为与污染伴随效应产生机理相关的待检代理变量。如果系数 η1 不显著，则意味着相关待检

变量在政府驻地迁入迁出行政区之间无显著差异，则停止检验;反之，则进入第二步检验过程。
yijt = η0 + η1 residentij × periodt + μij + λ t + ttrendt + εijt ( 5)

第二步，通过式( 6) 考察式( 5) 中具有显著异质性的待检变量是否引致了政府驻地迁入迁出行
政区二氧化硫排放水平的显著差异。如系数 κ5 显著为正，则可证明相关待检变量导致污染伴随效

应发生。
pollutionijt = κ0 + κ1yijt + κ2 residentij × periodt + κ3 residentij × yijt

+ κ4periodt × yijt + κ5 residentij × periodt × yijt + μij + λ t + ttrendt + εijt ( 6)

表 9 产生机理检验结果(第一步)

变量
规模效应
检验
( 1)

监管效应
检验
( 2)

结构效应
检验
( 3)

效率效应
检验
( 4)

treat × period 0． 062 4＊＊ － 0． 009 8． 74 － 22． 66
( 2． 05) ( － 0． 56) ( 0． 07) ( － 0． 19)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控制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Number of groups 1 433 1 261 1 294 1 425
Ｒ2-within 0． 62 0． 07 0． 09 0． 006
Prob ＞ F 0 0 0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
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量。

首先，进行第一步检验。其一，用工业总
产值的对数值表示企业产出规模，对式( 5) 进
行回归，结果如表 9 第( 1) 列所示。政府驻地
迁移产生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 062 4，并能够
在 5%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
伴随政府驻地迁移，迁入地企业的产出规模

出现了显著扩张。其二，用二氧化硫去除率
表示政府对样本企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借此

对监管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9 第( 2) 列所
示。二氧化硫去除率的下降幅度不显著，说
明政府对迁入行政区的环境监管强度并未显

著异于迁出地。其三，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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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结构，且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而升级［41］。因此，较高的“资本 －劳动比”可通过要素禀赋结
构反映工业系统内部的结构升级程度［42-43］。本文用固定资产合计数表示资本存量，用平均职工人数
表示劳动力投入，并将“资本 －劳动比”作为待检变量对政府驻地迁移的结构效应进行估计。如表 9
第( 3) 列所示，迁入地工业系统内部也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结构差异。其四，用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硫排
放量表示样本企业生产过程的环境效率，表 9 第( 4)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效率效应也并不存在。

表 10 产生机理检验结果(第二步)

变量
全部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组

新建企业组

( 1) ( 2)
y － 67． 00* － 66． 64

( － 1． 73) ( － 1． 39)
treat × period － 1 799． 82＊＊＊ － 1 479． 59＊＊

( － 2． 80) ( － 2． 03)
treat × y 4． 42 － 3． 32

( 0． 09) ( － 0． 06)
period × y － 5． 37 － 4． 05

( － 1． 24) ( － 0． 81)
treat × period × y 131． 22＊＊＊ 110． 99＊＊

( 3． 33) ( 2． 49)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控制时间趋势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Number of groups 1 433 1 386
Ｒ2-within 0． 22 0． 21
Prob ＞ F 0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量。

政府驻地迁移除导致迁入地企业产出规模出现明

显扩张外，假设 2 至假设 4 的监管效应、结构效应、效
率效应均不存在。因此，本文仅对规模效应进行第二
步检验，结果如表 10 第 ( 1 ) 列所示。交互项 treat ×
period × y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由此可判断，政府驻
地迁移过程中迁入迁出行政区企业产出规模的系统差

异引致了两地二氧化硫排放水平的显著变化。由此，
假设 1 最终得证。该结论证明政府资源、经济活动、污
染效应三者间具有相当程度的绑定关系: 驻地迁移之

后，政府资源的空间转移引发迁入地企业产出水平相

对扩张，并由此引致了企业污染物排放水平的显著增

加。在此过程中，能够产生对冲作用的监管效应、结构
效应、效率效应均未能有效发挥作用也是其中的关键。
在此基础上，本文继续考察上述绑定关系主要源

于在位企业的产出扩张，还是源于新建污染企业的区

位进入。首先，仅保留样本期间内持续经营的在位企
业进行检验。其中，规模效应存在性的检验结果如
表 11第( 1) 列所示，政府驻地迁移并未引致在位企业

表 11 规模效应来源检验结果

变量
持续经营企业组
( 1)

新建企业组
( 2)

treat × period － 0． 063 1 0． 071 0＊＊

( － 0． 57) ( 2． 16)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控制时间趋势 是 是

企业控制变量 是 是
Number of groups 60 1 322
Ｒ2-within 0． 77 0． 60
Prob ＞ F 0 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是 t统计量。

产出水平出现显著变化。进一步对新建企业组进行考
察⑥。表 11 第( 2 ) 列的估计结果显示，新建企业组产
出水平的处理效应非常显著。进一步地，表 10 第( 2 )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相关规模效应还引起了迁入迁出

行政区之间新建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水平的显著差异。
因此，新建企业进入及其引致的规模效应是污染伴随

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政府驻地迁移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资源再配置

过程，势必会对相关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全方

位、多层面的深远影响。本文以 2000—2010 年发生政
府驻地迁移的 15 个地级市为样本，基于微观企业二氧
化硫排放信息，对政府驻地迁移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政府驻地迁移具有污
染伴随效应，会提升迁入地企业污染物排放水平。仅就二氧化硫这一种污染物而言，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对污染伴随效应贡献相对明显。平行趋势、安慰剂以及一系列其他形式的稳健性检验都证明了
污染伴随效应的存在性。本文进一步考察还发现，污染伴随效应在发生驻地迁移的非省会城市中表
现尤为突出。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虽然会在总体上对污染伴随效应产生一定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作
用在迁入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却未能显现。就空间距离而言，污染伴随效应有效作用的半径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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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 25 公里以内，在政府驻地迁移新址周边形成高度聚集后，伴随效应强度随空间距离的延伸呈
现递减趋势。最后，文章还对污染伴随效应的产生机理进行了逐一考察。结果发现，迁入地新建企
业进入及其引致的规模效应是导致污染伴随现象发生的关键。该结论间接证明了政府资源、经济活
动、污染效应三者间绑定关系的存在性。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要重视政府驻地迁移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政府驻地迁移的初衷之一在于缓解原有老旧城

区的交通、人口和环境压力，但污染伴随效应的存在无疑将使得相关努力效果大打折扣，单纯“按下
葫芦浮起瓢”式的驻地迁移行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政府在施策过程中既要重视迁移
前迁入地的选址和规划，更要重视迁移后迁入地的环境监管和污染治理，这样才能更好地达成迁移

政策的初衷。
其次，要通过精准施策抑制污染伴随效应的发生。研究显示，政府驻地迁移过程中的污染伴随

效应在不同规模企业、不同污染物类型、不同城市属性、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均具有异质性。
因此，污染伴随效应的治理应尤其强调精准施策，因企、因地、因时分门别类地展开。例如，对迁入地
二氧化硫排放的治理，可能要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重点，以政府驻地迁移发生之后前几年为关键

“窗口期”。又如，对于发生政府驻地迁移的非省会地级市应更为重视，要加大这些城市人民政府迁
入地的环境规制力度，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抑制污染伴随效应发生。
再次，要充分发挥监管效应、结构效应和效率效应，对冲政府驻地迁移给环境质量造成的负面影

响。迁入地经济规模扩张是政府驻地迁移的伴生品，但如果存在有效的对冲机制，污染伴随效应不
一定必然发生。遗憾的是，研究发现除规模效应之外，政府驻地迁移过程中的监管效应、结构效应和
效率效应均未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在政府驻地迁移过程中尤其应加大迁入地的环境监管力度和规
制力度，同时充分发挥经济自身蕴含的结构调整功能和效率提升功能，加快迁入地工业内部结构升

级的速度，降低单位产出排污强度。多措并举、多管齐下，有效对冲政府驻地迁移可能给环境质量带
来的负面影响。
最后，要重视政府资源、经济活动、污染效应三者间的绑定关系，通过稀释政府在资源配置中

的导向作用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规模效应仅仅是引致污染伴随效应发生的表象。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政府资源、经济活动、污染效应三者间具有绑定关系，这也是中国很多城市环境
污染“屡治难治”的根本原因。解决问题的关键主要在于两方面: 短期来看，可以通过疏散中心城
市的部分行政功能缓解“大城市病”，以舒缓过度经济聚集引致的污染聚集; 长期来看，还是要通
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政企关系，减少企业对政府资源的过度依赖，解锁政府资

源、经济活动、污染效应三者间的绑定关系。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减轻政府驻地所在地区的环
境压力。

注释:

①考虑到迁移在同一行政区内完成，暂将万州等重庆市下辖行政区人民政府驻地迁移归入区县一级统计。
②为了更直接地考察政府驻地迁移与污染效应二者间的伴生关系，本文仅选择了驻地迁出行政区的企业作为控制
组。后文将进行必要的共同趋势和其他形式稳健性检验，以验证将迁出地企业设为控制组的合理性。

③经统计，样本中大约存在 300 个二氧化硫年排放量超过 1 000 吨的观测值，大约占全部观测值的 2． 5%，主要为发
电、钢铁、水泥企业。

④本文还通过对二氧化硫排放量取开方等方式进行数据转换，估计结果依然稳健。篇幅所限，如需可向作者索要。
⑤安徽省马鞍山市 2008 年 8 月获得国务院相关批复。根据设定，2009 年为驻地迁移发生时间点，后续期间仅能观察
至 k = 3 期，此时设定 k = 4 期的观测值为“空”，不纳入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过程。2009 年获得国务院批复的
安徽省芜湖市和 2010 年获得批复的四川省成都市也进行类似处理。

⑥新建企业判断标准为 1999 年之后开业且未能实现持续经营的样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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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resident relocation and pollution coupling effect
XU Zhiwei，LIU Zhijing，ZHANG Shuke

( School of Business，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 By examining nearly 4 000 firms' SO2 emission data in 15 cities with government resident relocation from 2000
to 2010，the paper finds that relocation has a pollution coupling effect． It improves the pollutant emission level of the firms in
immigration regions． Among them，industrial firms above designated size have the most obvious contribution to the pollution
coupling effect，and non-provincial-capital cities are deeply affected． With the improvement in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pollution coupling effect will be lowered in general． However，this trend is not significant in industrial firms
above designated size． The coupling effect is most obvious within 5km of a new government resident，and then decreases
gradually up to a distance of 20 ～ 25km away．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pollution coupling effect is the entry of new firm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ir outputs． Another key factor is the regulation effect，structural effect，and efficiency effect failing to
effectively hedge the impact of output expansion on the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government
resident relocation is investigated by using micro firm data． It is helpful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bi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resources，economic activity，and the pollution effect，which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ke similar decision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overnment resident relocation; pollution coupling; scale effect; regulatory effect; structural effect; efficiency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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